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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考释方法经过了以形考字、以义考字、以音考字等阶段，这三种方法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故研

究者或在形的基础上加上义的因素，用形义结合法以考字，或加上音的因素，用形音结合法以考字。早期古文

字研究者大多使用这些方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后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以形考字

汉字的草创阶段象形因素较多，尤其是作为偏旁的独体汉字，即后世学者所说的“初文”，绝大部分是象形

的图画，研究者可以根据图画的形象确定其在语言中所代表的字词，这就为以形考字法提供了现实基础。如

马、羊、牛、鸟、人、日、月、龙等字皆可据图以识。①就现有文献而言，以形考字法的最早使用者是许慎。六书中

的象形就是以形考字的依据。后来的古文字研究者以此法考释钟鼎文字，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宋代学者考

释钟鼎文字，使大部分金文常用字得到了释读，从而达到了“十得五六”的程度。②

吕大临《考古图释文》③云：“故古文笔画非小篆所能该也，然则古文有传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或以形象

得之，如 为射，为丁， 为壶， 为鬲， 为车之类。”④今按，宋代的古文字研究者大多依据《说文》以考释

钟鼎文字，但有些字的考释，与《说文》毫无关联，上举诸字，除“壶”字字形与《说文》小篆相似外，其余诸字如

“射”“丁”“鬲”“车”等皆与《说文》的篆文、籀文和古文的字形不类，应是宋代学者以形考字的结果。⑤他如《考

古图》卷一“王子吴飤鼎”有“ ”字，吕氏释为“丁”(第17页)，由于下一字是“亥”，而字形略近于小篆“丁”，故有

此释。这种考释既依据字形，又依据上下文义。

应该指出，象形，只是象物主要特征之形，而不是照相式的复制，象形字与实物之间必有一定的差异。故

象形字对图形的描写只是抓住其主要特征，而忽视其次要方面，文字对实物形象的模拟不可能纤细毕似。所

以，据图考字必须抓住象形字所表现实物的主要特征而忽视其次要方面，才能做到得图之真，从而达到认字之

准。如果识图不真，则考字必误。故以形考字应将识图之真作为第一要务。宋人以形考字能取得较大成就，

其原因即在于此。

此外古文字的书写者并非一人，同一个字并非用同一副图画来表示，有繁写者，有简写者，有繁之甚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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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之甚者，如果只就图画而言，而不顾及其他因素，同一副图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考释结果。纵使是

象形程度较高的、字形比较简单的“初文”，也会出现不同的释读。

1.“ ”字

《考古图》收“伯百父敦”，器主名“伯百父”的“百”原刻作“ ”，吕大临将器名用字定作“百”，但“释文”却

定作“ ”(第 48页)，而欧阳修《集古录》作“冏”⑥，今谓定为“ ”是对的。何以有这种不同，盖源于对字形“ ”

有不同的理解。纵使是同一个作者，如吕大临，于器名释为“百”，而于《释文》则释为“ ”；欧阳修将中间的两

横看做“口”，故释为“冏”。

2.“勿”字

《考古图》“晋姜鼎”有“ ”字，刘原父(敞)释为“ ”，吕大临、杨南仲释为“勿”(第8-9页)。今谓释为“勿”是

对的。问题是同一个形象，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考释结果？其原因在于：(1)所据拓本的不同。有些清晰，有些模

糊，如刘原父所据拓本没有吕大临本清晰，字形作“ ”。(2)对字形的理解不同。刘原父将三撇以外的部分认

作“人”，故有“ ”字之释。吕大临将三撇以外的部分看作“旗柄”，故有“勿”字之释(许慎释为“州里所建旗”，

吕氏从许慎之释。字的本义为何，诸家说法不一，难以确定，但是假借为否定词，则是可以肯定的)。之所以有

这种不同，源于没有注意文义。原文是“勿灋文侯頵(？)令”，灋者，废也，言不废文侯之令。刘原父释为“ ”，

无法通于原文，故将下字作阙文。

3.“京”字

《晋姜鼎》还有“ ”字，吕大临、杨南仲释为“享”，但吕氏读作“亭”，刘原父作阙文(第 8-9页)，实际上这是

“京”字，只不过左下方的一竖残泐而已。“京”字甲骨文作“ ”(掇 2·111)，金文作“ ”(臣辰盉)，象台观高之形。

《晋姜鼎》的“ ”除了左下方一竖外，余皆相同。而“享”字甲骨文作“ ”(京津 1046)，金文作“ ”(盂鼎)，与
“ ”绝不相类，不可能是“享”字。考释者误认图像，故有“享”“亭”之释。释为“享”字者，殆将下文的“ ”字

认作“ (以)”，“享以”后接名词，文意可通。但“享以”之后的字比较模糊，或释为“宠”(刘原父)，或释为“ ”(杨
南仲)，或释为“孽”⑦，难以定夺。实际上“ ”是“ ”字，在文中可读作“师”，这是甲金文研究的常识，“京”“师”

连文，于义可通。孙诒让《古籀拾遗》(第10-11页)始纠正宋人误释，读者可以参阅。⑧

4.“豕”字

《铁云藏龟》62·1：“壬辰卜，立贝(贞)，令侯氏马 步。”“马”原刻辞作 ，⑨孙诒让《契文举例》释为马。⑩考甲

骨文的“马”字作 等形，字形以突出头、马鬃和发叉的尾为特点，纵使是简写，也作 等形，仍然突出头和马鬃，

或只突出头作 ，马鬃省作一捺(甲 2810)，但绝无作 形者。 形的头未特意突出，而只是在斜竖的基础上加一

横，这是豕头的标准写法，字应释为“豕”。孙氏的错误就是误认图形。后来罗振玉才将其纠正，并得到了学界

的公认。罗氏《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云：“(豕)有从彡者，象刚鬣。”􀃊􀁉􀁓可见，纵使是图画形很强的字，如果只据字

形，也会有仁知之见。

象形性比较突出的字的释读尚且如此，那些字形意蕴不太明显的象形字，就更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考释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研究者的经历，学识和观察的角度有关。同一字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

有点像猜谜、射覆。如：

5.“良”字

《考古图》卷三著录的“叔高父旅簋”，释文“高”字原拓本作“ ”(第55页)，薛尚功《法帖》(第299页)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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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释为“高”，但字形比较清晰，作“ ”。􀃊􀁉􀁔今谓“高”字甲骨文作“ ”(甲 494)、“ ”(京津 576)等形，金文作“ ”(
簋)、“ ”(师高簋)等形，􀃊􀁉􀁕而“ ”形与其绝不相类，不可能是“高”字。之所以释为“高”，是因为宋人认为此字的

上部与“ ”的上部皆有两竖两横的 形，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故释为“高”，而不顾其他器皿的铭文“高”字

作“ ”(尹卣)。吕氏未录尹卣铭文，故未见“高”字有作“ ”形者，从而误释“ ”为“高”，可以理解。薛尚功书

中录有“尹卣”，而尹卣的器主为“尹休高”，其中的“高”字正作“ ”。“ ”与“ ”毫无相似之处，释“ ”为“高”，

不可理解。莫非未能参照“尹卣”的“高”字，抑为沿袭吕氏之误，不得而知。“良”字甲骨文作“ ”(乙 2510)、“ ”

(佚1000)等形，将上下两斜线用两横线连接起来，再在方形空间加点，即与“ ”字相似，“ ”应是“ ”“ ”演变的结

果，但“ ”“ ”“ ”究竟象何形，研究者有不同意见，但绝不是“高”字，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是误认图形而误释。

6.“周”字

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周文王鼎”：“鲁公作文王尊彝。”“鲁”字原拓文作“ ”，􀃊􀁉􀁖薛尚功《法帖》卷九亦收

有此鼎铭文，但鼎名“鲁公鼎”，与王氏命名有异，但释为“卤”，读作“鲁”，则相同。薛氏解释说：“按‘卤’字许慎

《说文》云‘从西省，象盐形’，即‘鲁’字也。古之文字形声假借，如鄦作许，咎作皋，缪作穆之类是也。鲁公者，

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第 162页)冀骋按，此字实为“周”字，但自宋以来，皆将其释为“卤”，读作“鲁”。

之所以有此释读，盖源于“ ”字有四点，而“卤”字也有四点，金文中“卤”字作“ ”，将周围的圆形变成方形就

与“ ”字相似，故有此释。薛氏所云“鲁公者，周公也”，表征虽异，但所指相同，也算是错有错著。今谓纵使

将“ ”的圆形方块化，也与“ ”字有异，相同者，四点耳。将“ ”释为“周”，始于吴大澄。“公伐 鼎”：“ 多

受福”，吴氏《愙斋剩稿》释“ ”为“周”，􀃊􀁉􀁗纠正了宋人的错误，但没有论证。孙诒让《契文举例》有所证明。他

于此书《释地》下引甲骨文“囗 ，十二月(廿六之一)”，“丁卯卜贞 其之 (卅六之一)”，“壬戌卜令

(百廿八之二)”，解释说：“ 即周之省。金文宂 周字作 ，周文旁尊周字作 ，周公作文王鼎周字作 ，公中

鼎宗周字作 (旧释鲁，并误)。此省口与彼同。周即周国，疑在太王肇基以后云。”(第 80页)郭沫若有所补证，

使此说更加可信，见其所著《甲骨文字研究·释寇》。(冀骋按，《释寇》篇见于 1931年版，1952年再版时已删去，

但对 字考释的补证是正确的，可以相信。)他说：“ 字亦屡见于金文，前人多释为卤，叚为鲁。吴大澄始释

周，孙诒让《契文举例》、商承祚之《殷字类编》、容庚之《金文编》均释周。然所举 之‘公仲在宗 ’及免簠之

‘王在 ’，均非究极之证明，因鲁亦可称宗鲁也。……余谓字固周字。其证有二，一为无惠鼎之‘王各于周庙’

作 ，乃 之省，则知 乃 之省。近出夨令彝两周公字，一作 ，一作 。此 为周字之铁证。一为画字。

古金文画字从周，如‘画 画 ’之画字，毛公鼎作 ，师兑 作 ，番生 作 ，从周省，与无惠鼎周字同。彔伯

作 ，盖琱字之省。琱亦通周(函皇父作周 匜之周 ，函皇父 作琱 ，即其明证)。而宅 则作 ，从 省，

是 为周之明证矣。”􀃊􀁉􀁘经过诸家的论证， 是周字而不是卤(鲁)字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宋人之误释，历千

年才得以纠正，可见古文字释读之不易。值得指出的是， 应该是周的最初形态，部件口是后世增加的。姚孝

遂于《甲骨文字诂林》“周”字下按语说：“古文字中方国名或地名之专用字如‘鲁’‘商’‘唐’‘吴’等等，每每增

‘口’作为偏旁。《说文》从用口，乃讹变之形体，林义光《文源》已言之。”􀃊􀁉􀁙至于“周”字的本义，朱芳圃认为“ 象

方格纵横，刻画文采之形，当为雕之初文。”􀃊􀁉􀁚可备一说。周法高认为“周是农业社会，以后稷为祖，故造字象田

中有种植之物以表之。纵横者，阡陌之象也。”恐非是。中国的农业社会，不是从周开始的。

这也是误认图形而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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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义结合以考字

既然同一图像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欲提高考释的正确度，就必须加入义的因素。如此，形义结合以考字

的方法也就不呼而出。义在考字的因素中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义类，即偏旁部首，二是偏旁部首相互作用

所表达的义，三是上下文或在其他文献中使用的义例。

(一)偏旁部首

通过分析偏旁以解释文字，较早见于先秦文献中的“止戈为武”和“皿虫为蛊”，但大量使用以解释字形结

构则始于许慎。许氏通过分析偏旁以解剖字形结构，从而解释文字的本义，即何以有此义；后人通过分析偏旁

以识字，即何以是此字。前者由果求因，后者由因求果，皆需藉助偏旁分析。方法相同，目的有异，但许氏未提

偏旁之名。许氏的从某从某，非分析偏旁而何？

就现有文献而言，用偏旁之名者，较早的记录见于颜真卿《干禄字书序》的“偏旁通者，不复广出”。此词一

出，遂被学者所接受，并用此术语以分析汉字。之所以叫做偏旁，是因为汉字部件的位置大多不在字的中心，

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偏于中，或旁于正，故称为偏旁。

用偏旁分析法考释古文字，宋人已开始使用，但偶一为之，尚未形成特色。如吕大临《考古图释文》云：“或

以义类得之，如 为鬳， 为 之类。”(第 272页)这是根据字的偏旁部首、所谓义类以确定字的部属，尚未运用

偏旁分析。但此书“魂部”“尊”字下云：“尊字《说文》作 ，古文多从 或臣，又若阜字，不知何义，鬳字亦有作

者，恐取其高大之义。其笔画小有损益，古文多然，内有 者(冀骋按，指例字中的‘ ’字)，就而为 字省文也。”

(第 276页)金文“尊”字多作“ ”，比《说文》的“尊”字多了个 旁，故吕氏分析偏旁加以解释。他如“彝”字，吕氏

也使用了偏旁分析。这些运用偏旁分析法考释的字，大多是常用字，不通过偏旁分析，只要熟悉《说文》，也能

认识，没有难度或难度不大。偏旁分析法所起的作用有限。宋人考释古字时，使用了偏旁分析的手段，但未提

升到方法的高度。

宋人的偏旁分析，尚未注意偏旁的系统性和演变后的差异性。尽管宋人也讲差异，但他们讲差异，未曾指

出偏旁的演变之迹，即此形与彼形的中间状态，只指出二者相似，或某为某之讹，或二者“笔画小有损益”，没有

论证，可信度较低。真正将偏旁分析科学化，并用以考释同偏旁古文字者，始于孙诒让。孙氏通过分析已认识

的古文字的偏旁来考释未曾认识的生字，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他既注意偏旁的相同，也注意偏旁发展演

变后的相似，还注意偏旁演变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使偏旁分析更具科学性。􀃊􀁉􀁛

偏旁分析法的前提，是偏旁分析的正确。正如唐兰所说：“运用这种方法时，最要紧的是把偏旁认清楚。”􀃊􀁊􀁒

可谓中其肯綮。如果偏旁分析正确，则可以考释出前人误释或未识的字。

(1)运用偏旁分析纠正前人误释或未识之字

7.“公”字

吕大临《考古图》卷七“聘钟”：“宫令宰仆易(赐)聘钟十有二，聘敢拜 (稽)首。”(第 136页)薛尚功《法帖》同

(第 108-109页)。今按，“宫”字吕拓本作 ，薛摹本作本作 ，字形有点像篆书宫字，但并不是宫字。孙诒让

《古籀拾遗》说：“此铭首 字，吕《图》及王《录》释为宫，薛氏因之。然宫字从宀，此上从 ，中不联属，与宀不

同。且宰仆既 为官，不宜复系 宫令。此实当为公字之緐文，《说文》‘公’从八从厶会意，金刻‘公’字多作 ，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故古文厶或作 (余尝得古铜印摹本，有曰

‘吴氏厶尒’者，其文作‘吴氏 尒’，程瑶田《解字小记·看篆楼引谱叙记》所收印文，有曰‘ ’‘ 尒’者，程并

定为‘私玺’二字， 、 正 之变也)，此从 者，即从厶而重之， 就緐缛。古籀偏旁多絫字，如 作 (见本书

及阮《款识》 戈)， 作 (见石鼓文)，……是其例也。周苏公 (见吴录)‘稣公子癸父乍 ’，‘公’字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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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释为‘公’而不敢决，此可以证之矣(王录所摹铭文作 ，􀃊􀁊􀁓与苏公 字形尤近)。‘公令宰仆赐聘钟十有

二’者，‘令’与‘命’通，‘聘’盖受赐者之名，言公命宰仆赐聘 钟十有二也。”(第 2页)冀骋按，孙氏通过偏旁分

析，将偏旁宀与 字所从的 区分开来，进而将偏旁 定为八，又将下部 定为 之繁，并据韩非子“自环者谓

之私”，遂释“ ”字作“公”，解决了千年来的误释，甚是。

应该指出，此钟铭文共 14字，孙氏虽纠“宫”为“公”，但仍有未能纠正者。如“钟”字，吕拓本作 ，不太清

晰，但上部从今，下部从金，尚依稀可辨。王黼拓本作 (第 46页)，上从今，下从金，很清晰。薛摹本作 ，也很

清晰。此字从金，今声，即“金”之加声符字，绝不是钟字。自宋至清代孙诒让皆未指出其误。揆其致误之由，

殆将 字下的铭文 (吕氏所附铭文模糊，但依稀可辨，王氏《博古图》较清晰，此据薛氏《法帖》)释为“十有

二”，既然是数字十有二，则上文的 应是“钟”字，以便读通上下文。殊不知“ ”只是两个汉字，“ ”并非

“又二”合文。宋人释为三个汉字(《博古图》定此钟铭文为 15字，即源于此)，殆不识“ ”字之故。今谓“ ”即

“匀”(钧)字，王国维《释旬》云：“卜辞有 、 诸字，亦不下数百见。案，《使夷敦》云‘金十 ’，《 敖敦盖》云‘金

十 ’，考《说文》钧字古文作銞，是 、 即銞字， 即旬字矣。”􀃊􀁊􀁔《使夷敦》的“金十 ”，《 敖敦盖》的“金十 ”，

即此铭文的“ ”。据此，则 系“金”字， 系“匀”(钧)字。又，《殷周金文集成》据王俅《啸堂集古录》摹本

将此字摹为 ，释为“白金”􀃊􀁊􀁕(冀骋按，比较《集成》摹本与吕大临、王黼拓本以及薛氏摹本的字形，知《集成》据王

俅《集古录》摹本)，但金文中“白”字不作三角形中间加一横者，释为“白”与字形不合，且吕氏拓本和《宣和博古

图》拓本此字的上部三角形均不封口(见上文所引)，很明显，不是“白”字，而是“今”字。就殷周礼器制造所使用

的材料而言，上古时期用铜或铜合金作器皿，未见用白金(银)做者。释为“白金”，不符合古代制作礼器之实际。

宋代有“银钲”之词，但只是比喻。未必有真正的银钲。就字义而言，金文中“白”字多用做“伯”，很少用做“白

色”之义者。郭沫若说：“金文用‘白’为白色义者罕见，《作册大 》云：‘公 (赏)作册大白马。’仅此而已。”􀃊􀁊􀁖据

此我认为，《集成》所选拓本和释文均有问题，不可从。又《集成》释文将 字释为“宫”，没有采纳孙诒让的考

释，不知何故？我们认为纵使隶定为“宫”，也应读作“公”。

8.“匽(宴)”字
孙诒让《古籀拾遗》“鄦子钟”下云：“诒让案，‘用 喜’， 字薛释为匰，吕大临释为宴。《说文》匚部：‘匰，

宗庙盛主器也。《周礼》曰：祭祀共匰主。从匚，单声。’用 喜，义不可通。且铭文此字第一器作 ，第二器作

，皆不从单。吕释为宴，于义虽通，而形亦不合。今以二器合校之，盖即匽字也(第二器匚内从女，第一器女左

又增 者，即妟字。本书‘丙寅卣’：‘王锡 贝。’薛释 贝为宾字，洪颐煊《读书丛录》谓 当是宴字，宴字从日

从女，此从夕，古通。其说甚确。此铭从女从 ， 即古文日之变体，与丙寅卣宴字变日为夕相似)。匽宴同声

孳生之字，古可通用，故此藉匽为宴。《诗·六月》：‘吉甫燕喜。’《汉书·陈汤传》引作‘吉甫宴喜’，此匽喜即《诗》

之燕喜也。吴录‘周钟铭’曰：‘群孙囗子璋， 其吉金，自作龢钟，用匽 喜，用乐囗囗。’其匽字作 ，与此正

同。(匽字吴摹而未释，盖亦不识此字也。详下卷。)用匽 喜，盖古人铭钟之常语矣。(冯云鹏《金索》又载‘周

徐王子钟铭’云：‘ 客 喜’，其客字作 案，亦即宴字，其文与‘丙寅卣’宴字略同，冯释为客，失之。)”冀骋按，

孙氏通过偏旁分析，确定 字从女从日从匚，定为匽字，与宴同源。纠正了薛尚功释“匰”的错误，比吕大临释

“宴”更契合原摹字形。古文字中日字或作 ，象日之形，其中的一点，应是后来加的。甲骨文有作 形者，􀃊􀁊􀁗应

是刻刀不便于刻圆形之故，金文则有做 形者􀃊􀁊􀁘，孙氏将 字的小圆点认作日字，甚是。宴字金文有从日作

者，也有从 作 者，还有将 写在女字下方作 者，更有将 写在女字左上方作 形者，据此，则孙氏的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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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正确，其考释自然也准确。

9.“籑”字

“宰辟父 ”(吕氏《考古图》称“周 ”，薛氏《法帖》称“宰辟父 ”)有“ ”字，吕氏释为“馔”(第 45页)，􀃊􀁊􀁙薛氏

从之(第 258页)，王黼《宣和博古图》释为“飬”(第 549-550页)，王俅《啸堂集古录》亦然(第 56-58页)。诸家的释

文皆没有说明理由。今以理揣之，当是此字从食，从食与进食有关。原文为“用 乃祖”，依上下文，应是献食

其祖，故或释为“馔”，或释为“飬”。释为“飬”者，有可能将右边的上部看做“羊”字，而忽视了下面的“丹”。古

文字将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不影响其字的形义，故将“ ”释为“飬”。今谓释为“飬”者忽视了右下方的偏

旁“廾”，没有道理，故此说不可信。释为“馔”者，殆将“ ”的右旁看做“筭”字，而“筭”即“算”，将左右结构变成

上下结构，即是“籑”字。“籑”的或体即为“馔”，见《说文》，故径释为“馔”。吕、薛二氏均没有说出释为“馔”的理

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的做法，难以令人信服，同时也与铭文的上下文义不合，故此说不可信。尽管不可

信，但仍有其合理因素。孙诒让《古籀拾遗》通过偏旁分析将此字释为 ，应是正确的释读。他说：“飬从食，羊

声。馔从食， 声。此铭 字为食旁， 与羊、 皆不类。以古文偏旁考之，当为 ，其字从食，筭声，即籑字也

(《说文》馔为籑之或体)。《说文》竹部：‘筭，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误也。’‘算，数也。从竹

从具，读若筭。’经典二字多通用(《礼记·投壶》：‘算长尺二寸’，以算为筭)。故籑从食算声，亦可从筭作 ，筭上

从竹，而此铭从 者，古文之省。凡从竹之字，古籀皆省作 (《说文》 ，古文簬。 ，籀文 。 ，古文册，从

竹)，复省为 。《说文》箕古文亦作 ( ，《玉篇》以隶写为 ，其变 为竹，是也。变 为 ，则非)，金刻或为

，或为 ，皆省为 ，是其例也。其读当以‘用 乃祖考事’为句(薛以‘用馔乃祖考’为句，《宣和图》以‘用飬

乃祖考’为句，并由误认 字，遂致句读舛谬)， 古又通纂，《祭统》：‘孔悝鼎铭云：纂乃祖服。’又云：‘纂乃考服。’

郑注：‘服，事也。’《左襄十四年传》：‘王使刘定公锡齐侯命曰：纂乃祖考。’此铭云：‘ 乃祖考事。’犹孔悝鼎云

‘纂乃祖服、纂乃考服’，《左传》云‘纂乃祖考’也。”(第 12-13页)冀骋按，孙说甚是。通过偏旁分析确定其字为

“ ”，即“籑”字。但“籑”与“馔”为异体关系，似乎吕大临的释文是正确的。但此铭上文云“易(赐)戈琱彤矢”，

为军需之物，军需之物不能用来“馔”(供食)祖考，故不能以“籑”为最终的释读。孙氏读“籑”为“纂”，“纂”继也，

言集成祖考之事业。孙氏的考释，于字形、字音、字义和上下文均通达无碍，纠正了千年来的错讹。

10.“流”字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禅之 ，世无隐德。”又“身为天子而不骄，不 也。” 字以往的研究者没有解

释，刘钊认为：“‘ ’疑为‘流’之异体。字从‘水’从‘ ’，‘ ’字下部所从为‘虫’形，这是释‘ ’为‘流’的重

要线索。”

释为“流”的关键在于将偏旁“ ”解释为“ ”。刘钊说，“‘ ’字本为‘毓’字简体”，甲骨文作 ，“字从‘倒

子’( )，三点(冀骋按，此形有四点，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表示生子时之血水”，金文“毓”字，刘钊说作“ ”

“ ”“ ”形(冀骋按，《金文编》此字有偏旁女、母和尸/人，刘钊截取其关键部分，不是原字。但可与甲骨文的“ ”

字相对照)，后来发展，“三点渐渐与倒子头部相连，如最后一例，遂成为后世‘ ’字之形体来源”。战国中山器

的“流”字“所从的倒子头部与身体已呈渐渐分离之势，并在左右各加一个饰划。下部因笔势的关系亦变得类

似于‘虫’”。战国楚文字的“流”字或作“ ”，“‘ ’字所从的倒子头部依然保留，但上下两部分已与中间割裂

变得形同于两个‘虫’。如果进一步简省，就变成楚文字最常见的‘ ’形”。刘钊进一步指出：“‘ ’形所从

之‘ ’字上部亦已与中间分离，‘ ’形所从之‘ ’字下部已明确变为从‘虫’。既然保留着倒子形的头部，就说

明这一形体具有较早的构形形态。其与中山器‘流’字所从之‘ ’的差别一是在倒子形头部中加有一点，变得

类似于‘日’字，二是上部所从为倒书。古文字在一个呈轮廓状的形体内‘乘隙加点’是常见的现象。”据此，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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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认为“ ”就是“流”字。“禅之流”，就是“禅之流行”，“流”是“流行”“传布”的意思。“不流也”就是“不放纵”，

“流”是“放纵”的意思。􀃊􀁊􀁚

冀骋按，刘钊君研究古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利用分析字形及其结构以考释文字，过去的学者使用偏旁

分析法时大多不太注重字形的过渡形体，刘钊有鉴于此，特别注重过渡形体的掘发，使古文字的形体演变呈现

出线性的演变状态，将偏旁分析法推向了新的高度，从而使结论更加可信。“ ”字的考释即其一例。

如果偏旁分析错误，则所考错误。如：

11.“盨”字

《考古图》卷三著录的“叔高父簋”，释文作“叔高父作旅簋”。器名“簋”字原拓作“ ”(第 55页)，薛尚功《法

帖》仍其旧，惟所附摹本铭文的“簋”字较《考古图》清晰，作“ ”形(第 299页)。􀃊􀁊􀁛将二者的字形进行比较，《考古

图》所谓“簋”字的右上方很明显是“页”字，左上方的三斜曲画仅见二，其余残泐，下部的“皿”字虽然模糊，但仍

依稀可辨。因此，所谓的“簋”字实为“盨”字。“盨”作为一种器皿，为椭圆形，开口较窄，而“簋”为圆腹，侈口，二

者有别。《考古图》所附的“叔高父簋”为椭圆形，正是“盨”，与腹圆的“簋”迥异。而自吕大临至清代(钱坫除外)
的学者，皆释此字为“簋”。薛尚功说：“铭言‘叔高父’如‘伯硕父叔邦’之类是也。‘旅簋’言不一也。王楚云：‘

象嘉谷之实， 象黍稷馨香之气。’”虽则引王楚说，但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意见。故薛书将所有名“盨”或“须”的

器皿都定为“簋”。今谓，“ ”象人首之形，而与“嘉谷之实”不类。“ ”与“ ”相连，象人首之须形，与“馨香之气”

无关，且“馨香之气”大多上腾，而未见旁泄者。甲骨文“簋”字作“ ”(《合集》24956)，金文作“ ”(不 簋)，宋代

的金文研究者将“ ”字隶定为“敦”(《考古图》器名作“敦”，铭文所附释文作“ ”，如“牧敦”。第 51页)，后人从

之，尽管清人钱坫于《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卷二收有“周平(应为兮字)仲簋、周迟簋、周立象簋、周贞簋”，将

“毁”改释为“簋”。(冀骋按，其中“迟簋”的“簋”字，器作“ ”，盖作“ ”，实是“盨”字，钱氏仍宋人之旧，系误认。

所附器图为椭圆形，分明是盨。而“立象簋”的“簋”，铭文作“ ”，􀃊􀁋􀁒字迹较模糊，与“盨”字相似，虽则不能确定为

“盨”字，但绝不是“ ”字。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七“立簋”下，此字作“ ”，􀃊􀁋􀁓字迹清晰，应是“须”

字。钱氏此器下所附器图为椭圆形，也应是盨。如此，钱氏所收四个所谓的“簋”，有两个是“盨”。钱氏解决了

“ ”的释读问题，但未解决“盨”的释读问题，故问题仍然存在)纠正了宋人的错误，但其后的刘心源等人仍沿

宋人之旧，仍作“ ”而不作“簋”，如刘氏的《奇觚室吉金文述》作“ ”。至于“ ”字何以变成“簋”，高鸿缙《中

国字例二编》说：“字原象器形，后又加‘ ’，象手持勺于簋中取食之形，故作‘ ’。金文变形甚多，而大致类

此，小篆始于原字加竹加皿为意符，则知周秦间簋有以竹为之者。原字‘ ’，今惟于‘食、既、即、簋’等字之偏旁

中见之，小篆簋字通行而‘ ’字亦废。宋以来金文学者误释‘ ’为‘敦’(音对)，而以器之名盨者当簋。自钱

坫、严可均、许瀚、韩崇等疑 非敦，黄绍箕作《说 》一文详述 即簋而非敦，容庚复博引其例，于是 也 也

簋也为一字之古今异形始得正。是说解于 字形音意全误。”􀃊􀁋􀁔按，此说似乎得到金文学大家们的公认，但也

有不赞成者，如徐中舒、吴闿生、马叙伦等。徐氏《齐侯四器考释》云，“盖簋为圜器，而敦则上下内外皆圜”，

二者有别。吴氏《吉金文录》卷三“大丰敦”下云：“径易为簋，殊为无据。”马氏《读金器刻词》卷上：“金器中之

簠簋，乃仅盛器，如今食器中之盘子，不可用以孰物，而凡以孰物之器，其铭文作 者，不可释为簋也。”􀃊􀁋􀁕今

谓金文的器名“ ”应该就是后世的“簋”，这已为学界所公认，无需讨论。无论“ ”“簋”是一物还是两物，但

《考古图》将“盨”字误认为“簋”则是可以肯定的。质其讹误之源，是由于王越误析 字偏旁所致，后人未能

正，而讹传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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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釁(眉)”字。

《考古图释文》“魂”部收“温”字，字形作 (第 276页)，称来自“伯勋父甗”，薛尚功《法帖》也收有此器，但器

名为“伯温父甗”(第 308页)，系据吕氏《释文》考释而改。由于《考古图》卷二只有器图，吕氏说明云“六字”，但

未附铭文(第 31页)，故只能据《考古图释文》和薛尚功《款识》所附摹本的字形以求其真。《法帖》所附摹本的字

形作 ，与《释文》略有不同。吕氏释为“温”，云：“杨南仲释此字为‘勋’。求之古文，皆不近似，不知何所据。

今考其文从水，从皿，又从 ，与 字相近，当为‘温’字。其上又有 ，不知谓何，古文比《说文》有所加也。”冀

骋按， 与 并不相近，吕氏偏旁分析不可信。且于 形无法解释，只用“古文比《说文》有所加”来说明，不能

令人信服。今谓吕氏所摹的“ ”字应是“釁”字之讹，读作“眉”。“釁”字颂簋作 ，散氏盘作 ，铸吊 作 ，

毳簋作 ，􀃊􀁋􀁖我们认为， 应是 字(颂簋)演变而成。其过程可以概括为： 省掉上部的两手变成 (封孙宅

盘)， 字上部下置，左右四点变成水，即为 (毳簋)，水字作为偏旁常置左边，人首上部圆形变为弧形则成

(上面的 来自散氏盘 字上部之形)。故知 是由釁字演变而来，金文中读作眉。《集成》释为“ ”，读作“煝”

(第 1册，第 733页)。释为“ ”是依据薛氏《法帖》昕附摹本的字形加以隶定的结果。《法帖》中构件“ ”并不

是“目”，而是人首之变，《集成》的隶定不一定正确。而摹本“ ”下的“ ”也不是“火”(尽管金文中“火”字偏

旁作 等形􀃊􀁋􀁗，与此形相似)，而是人形之变。读作“煝”不如读作“眉”，“釁”字读作“眉”是金文研

究者的共识。

(2)运用偏旁分析考释出系列未识之字

偏旁分析法的最重要贡献在于，若能正确识出一个偏旁，则可用此偏旁考释出一系列的不识或误识之字。

如孙诒让《名原》识出甲骨文 金文 是“止”字，象足迹形，据此偏旁，释出 是武字， 是步字， 是陟字， 是

降字， 是疋字， 是徙字， 是征字， 是各字， 是咎字(冀骋按，原铭为人名，《集成》隶定为 字，系据字

形转写。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 8认为是咎字，与孙说同)， 是出字(孙氏云：“明古出字取足行出入之

义，不象艸木上出形。”)， 是先字(孙氏云：“先字本从止。”第 254-255页)。孙氏由于正确认出了偏旁“ 为足

止，本象足迹而有三指”，造字过程中，“反正傎到，纵横累列，则成异字”(第 256页)，从而考释出一系列的未

识、误释之字。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认出 即冎，由此偏旁 认出 即 字， 即 字， 即 字(第 192-193页)；认出甲

骨文 即斤，由此偏旁认出 即 字， 即 字， 即折字， 即斫字， 即 字( )， 即兵字， 即 字， 即炘

字， 即 字(昕)， 即新字， 即 字(第193-195页)。
现代学者在据偏旁考释群字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刘钊君。如通过认出“眢”字及其演变路径和谱系，继而认

出甲骨文中的“夗”及其从“夗”诸字。“眢”的演变谱系如下：

由 释出 是“眢”字，继而释出 即“夗”字， 亦“夗”字，由此释 为宛，释 为苑，释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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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旁部首相互作用所表达的义

会意字是两个以上的偏旁相互作用以表达字义，考释者据此可考释出不识之字。如：

13.“ ”字

《考古图》引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云：“ ，疑毌字，读为贯。毌，音冠，象穿贯宝货形。贯字从二 (冀骋

按，应做‘二 ’)，或即毌字。《毛诗》有‘串夷’字，俗用为串穿之串，《说文》不载，岂非 字之省也？故疑读为

贯。”(第 9页)按，《晋姜鼎》此字《考古图》所附第二拓本作“ ”(第 9页)，薛氏《法帖》所附摹本作“ ”，杨南仲认

为“象穿贯宝货形”，应是对的。两个贝，用绳索串贯，以表串贯之义。薛氏《法帖》《南宫中鼎二》有“ ”字(第
179页)，字从两贝，可与之参证。这是据偏旁相互作用所表之意以释字。

14.“ ”字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云：“ ，自宋人释为‘子执旗’，沿讹至今，几成铁案，不知即‘旅’字也。《说文》作

旅，从 ，从从。从，俱也。此从 即 (古刻作 ，小篆作 )，从 象形，人字也。古刻作 ，小篆作 ，皆象人俛

身侧立，与 无异(小篆 象人身， 象 手即 )。世 当之，遂释为子。钟鼎家耳食，篆学陈陈相因，无

一纠正者，可谓疏矣。且既定为 旁子，何以不释作斿？而必曰子执旗，甚无谓也。案， 者旗也。从在旗下，

为二人并，是军旅字，即伴侣字。《乐记》‘旅进旅退’，注：‘旅，俱也。’《声类》：‘旅，伴侣也。’是也(侣，俗字。《说

文》无，徐氏收入新附，非也)。此从一人与从从同意。伯晨鼎‘虢旅’作 (又玈弓玈矢字，亦如此作)，大司工簠

‘旅簠’作 ，堇伯鼎‘旅辇’作 ，并可证。古文旅有从人者，世人习焉不察耳。吕此知妇鼎 亦是旅皿二字矣

(旅皿犹言祭器，与旅鼎旅 一例)。”􀃊􀁋􀁙
冀骋按，宋人将 释为子，其误显然。将 释为子执旗，是将一个字解释为一句话，则是误上加误。而刘氏

释为人的 ，就字的形体而言，与金文人字作 者(师酉簋)迥异。 突出人的手，表示有所执持， 则只象人的侧

面形，不含手是否有所执持的意象，故 不是人字。就旅字的字形而言，甲骨文作 等形， 下有从一人者􀃊􀁋􀁚，有

从二人者，也有从三人者，但都不突出人的手。金文或与甲骨文字形相同、相近， 下有从一人者(伯晨鼎)，也
有从二人者；或与甲文略异，在从二人的基础上， 下增车字构件作 (召卣二)，也有 下只从车者，作 (家
尊)，其中的人形均不突出手。故知刘氏将 释为旅也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 就是甲骨文的 字，尽管手的形状略有不同，但在人的字形中均突出了手，应隶定为 。罗振

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旅”字下：“卜辞又作 ，象人执旗形。古者有事以旗致民故作执旗形，亦得知旅

意矣。”􀃊􀁋􀁛罗氏所释字形的意象是对的，但将其隶属于旅下，则未必正确。旅字的本义有如李孝定所言：“象旗下

聚众之形，军旅之本义也。”􀃊􀁌􀁒也如冯振心所云：“旅之本义，当为行军。旌旗前导，士卒随后也。”􀃊􀁌􀁓 之本义与旅

异，旅为聚众，故 下有二人、三人，还有车； 为举旗，举旗的目的有聚众的作用，也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还有

显示地位的作用，举旗者为一人一旗，故无作二人者，举旗要用手，故字形突出手。陈剑认为， 就是“爯旗”的

“爯”的表意字。􀃊􀁌􀁔但他认为，“爯”是立的意思，“爯旗”就是立旗。我们认为，“爯”者，举也。爯旗就是举旗。立

旗必举旗，二者有连带关系。这也是据部首偏旁会合之义以考字。

(三)上下文或在其他文献中使用的义例

这就是唐兰所说的“推勘法”，唐氏说：“有许多文字是不认识的，但由寻绎文义的结果，就可以认识了。”

(第175页)唐氏所谓“寻绎文义”，包括金文本身的文义，也包括其他古籍中的文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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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釁”字

吕大临《考古图》所收录的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云：“ ，疑釁字，读为眉。 今幡为许刃，而 芑之

音门，用之为声。《诗》‘凫鹥在釁’，又省为亹，《易·系辞》又(原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读如尾’)，釁门、尾眉声

相近。又古者字音多与今异，徐铉所谓，如皀亦音 (冀骋按，此字似眉字)，釁亦音门，乃辨音仍，它皆仿此是

也。岂釁眉古亦同音欤？秦钟铭亦有此字。”(第 9页)冀骋按，“秦钟铭亦有此字”一语涉及到文例。晋姜鼎

“釁”字下是“寿”字，合之为“釁寿”，“釁寿”一词也见于秦钟铭(吕书作秦铭勋钟)，原铭文作“釁寿无疆”(第 134
页)，实际上迟父钟、鄦子钟皆有“釁寿”一词(《考古图》第 132页、133页)，可以互证。杨南仲之所以读“釁”为

“眉”，当是依据金文文例。又《诗经》有“以介眉寿”之语，《诗经》的“眉寿”即此处的“釁寿”，故杨氏读“釁”为

“眉”。就词义搭配的角度来看，“寿”的褒义修饰词有“长”“大”“眉”，“长”“大”与此铭文的字形不类，而“釁”可

读作“眉”，故杨氏据形定为“釁”，据义读为“眉”，甚是。

16.“丁”字􀃊􀁌􀁕

甲骨文有“自大乙至于父日”(村中南 203，冀骋按，原刻“日”字作 )，整理者说：“第(1)辞最后一字误写作

‘日’，应释为‘丁’。”􀃊􀁌􀁖冀骋按，整理者定“日”( )为“丁”之误刻，甚是。整理者之所以有此判断，既有字形的因

素，也有文义的因素。就文义而言，大乙为人名(殷先王)，父日也应是人名(殷先王)，而殷先王中没有父日之名，

故“日”字有误。甲骨文“丁”字作 ，中间加一点即为“日”字。在方或圆的中间加点或短横，是古文字书写的

一个特点。正如唐兰所说：“ 之作 ，中间的一点，只是补空。”(第 77页)故“日”有可能是“丁”字之讹，也有

可能此处的“日”本应认作“丁”。这些表示专名的“丁”字写作 还是写作 ，在于刻写者的书写习惯。卜辞

是卜问吉凶利弊的，问卜者能正确识读即可，无需规范。无论是将“丁”字刻作 还是刻作 ，谁也不会将专

名“ ”(父丁)读作“父日”。所以，将其作为讹字处理固然正确，将其看做刻字习惯也未尝不可。这是据形、

义释读的一个例证。除了文义以外，如果字形 与 字不相近，则整理者做此判断的风险会很大。整理者的

另一重要证据是，《屯南》3890的卜辞与此完全相同，而 字作 。􀃊􀁌􀁗有此铁证，则 读作“丁”已无疑。

甲骨文刻“丁”为“日”的例证还有：

丁酉卜， 贞：今日用五 祖 (丁)。
丁酉卜， 贞： (勿)用五 祖 (日，丁)。(《合集》1878)
上文第一条卜辞的“丁”字，原拓片缺右上半，第二条卜辞“日”字很清晰，作 ，《释文》的作者皆释为

“丁”字，甚是。“祖丁”也是专名，无论将“丁”字刻作 还是 ，卜问者都能正确读出，无伤大雅。这固然可以

看做讹字，也可以看做刻写习惯。之所以定为“丁”宁，是运用文义与字形相结合的方法以考字的结果。

金文中也有此类例证：

吕大临《考古图释文》“青”部“丁”字下收 字，云：“王子吴饮铏及伯戋颒盘皆曰‘初古日亥’，此字与‘甘’

字相似，然非十日之名，求之‘乙’‘己’(原文作巳，应是己字之误，今正)‘辛’‘癸’，皆不似，似‘丁’字近之，当读

为‘丁’。”(第 278页)按，王子吴饮铏《考古图》作王子吴飤 (第 17页)，“亥”字上面的字作 ，并不是“日”字，也

不是“甘”字，吕氏所说与拓本不一致。但《法帖》作 ，与吕氏《释文》同，惟器名作“王子鼎”(第 175页)。如果

作 ，则为“丁”(钉)的象形字，如果作 ，则应为 字之讹摹(薛书所附铭文皆为摹本，摹写有讹，在所难免)。
吕书所收伯戋颒盘“丁”字作 (第 120页)，所附释文隶定作“日”，但于其后补一“丁”字(“丁”字的大小与“日”

字同，不合补写的规矩，应写小一点，表示对“日”字的纠正)。其字形不与“甘”字相近，《考古图释文》误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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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今谓尤论是“日”还是“甘”，都是据下字“亥”推出为“丁”字，且“丁”字金文或写作 ，中空加短横即为

。这也是运用文义与字形相结合的方法以考字。

17.“巳”字

甲骨文、金文干支中的“巳”字写作“子”，与儿子的“子”同字，若只据字形，应释为“子”。宋代的金文研究

者皆将用于地支第六位的“子”释为“子”，如吕大临《考古图》卷三戠敦“惟正月乙巳”，吕氏将“乙巳”释为“乙

子”，云：“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彝亦曰‘丁子’，日辰刚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质

人淳，取其同类，未甚区别，不然，殆不可考。”(第 50页)薛尚功《法帖》所收“戠敦”释文仍之(第 256页)，但此书未

收商癸彝(据吕书应是商兄癸彝)，故不能比较。应该指出的是，吕氏已知“乙子”“丁子”刚柔不配，但却不将

“子”释为“巳”，以求相配，而不顾字形，将原文的字形 (乙)、 (丁)改读为“甲”“丙”，既于形不似，又于音不

谐，无理之极。其原因在于“巳”的字形与“子”同字，故不敢将“子”读为“巳”。此误直延至清代，阮元《积古斋

钟鼎彝器款识》、刘心源《古文审》、孙诒让《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均不能是正。如孙诒让《契文举例》将“己巳”

释为“己子”，将“癸巳”释为“癸子”，将“丁巳”释为“丁子”(第 110、136、172页)，皆承其误。直至罗振玉才将此

误纠正。罗氏云：“卜辞中凡十二枝之‘巳’皆作‘子’，与古金文同。宋以来说古器中‘乙子’‘癸子’诸文者异说

甚多，殆无一当。今得干支诸表乃决是疑。然观卜辞中非无‘ ’字，又‘汜’‘妃’‘祀’‘攺’诸字并从‘ ’，而所

书甲子则皆作‘ ’，惟‘母已’作‘ ’，仅一见，此疑终不能明也。”􀃊􀁌􀁘按，罗氏见甲骨文中的干支表将地支的“巳”

写成“ ”，才确定“ ”为“巳”字，纠正了千年来的误释。这也是据用例以识字。

甲骨文用“ ”“ ”表示“子丑”之“子”，用“ ”表示“辰巳”之“巳”。“ ”“ ”皆为小儿之象，何以用法上有

此区别？郭沫若认为“古十二辰中有二子也”􀃊􀁌􀁙，即除子丑之“子”外(字形作 )，还有辰巳之“子”(字形作 )。我

们认为，甲骨文“ ”“ ”本为一字异体，唯取象不同而已。甲骨文用“ ”“ ”、金文用“ ”(利簋)、“ ”(传卣)表
“子丑”之“子”，纯是一种同音借用。用“ ”表“辰巳”之“巳”(儿子的子也用此形)，也是一种借用。至于为什么

用“ ”“ ”表“子丑”之“子”，用“ ”表“辰巳”之“巳”，应该是一种约定俗成。由于远古时期塞擦音尚未产

生􀃊􀁌􀁚，“子”在殷商时期有可能读心母 s，而“巳”读邪母 z，二者仅清浊之别。清浊之间的借用音理上没有问题，故

可借“ ”(子)为“巳”。从谐声系统而言，“字”从“子”声而读浊音，也是通过清浊的转换作为新字的读音的，其

音理相同。据此，上古汉语早期的“字”字应读邪母，与心母相对。后来塞擦音产生，“子”字由心母变作精母，

“字”则由邪母变为从母。“ ”(子)读精母后，与“巳”的邪母之读有隔，故改用“已经”的“已”来表示十二辰的

“巳”。这可从“祀”字 (已巳古字同，祀从巳声实际是从已声)的异体“禩”可以得到证明。“禩”从“异”声，

“异”读喻四，而“已”也读喻四，二字双声，阴阳对转，故可构成异体。喻四古音拟作 l，l擦音化即为 z，为邪母

的读音。􀃊􀁌􀁛

18.“奄”字

吕大临《考古图》卷七收有“秦铭勋钟”，铭文有“ 又(有)下国”(第 134页)，隶定为“奄有下国”， 的字形

不清晰，但依稀可辨。其《释文》“琰”部“奄”字下所附字形作 ，字迹清晰，但与拓片有所区别，少了个穴字头。

吕氏云：“秦钟，《说文》作奄。”薛尚功《法帖》也收有此钟，但名为《盄龢钟》，字形作 (第 112页)，隶定为“奄”

字，系仍吕氏之旧。自宋至清，皆依宋人之释，未有提出异议者。冀骋按，此字从穴从黾，应是“ ”字，即“竈”

字之省构件“土”者。从字形上看，显然不是“奄”字，宋人释为“奄”，应是依据文义。“奄有下国”之句，见于《诗

经·閟宫》，此外，《诗经》中还有“奄有下土”(2例)，“奄有四方”(2例)，“奄有龟蒙”，“奄有九有”，《尚书·大禹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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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奄有四海”，《逸周书·皇门》有“王用奄有四邻”，皆可为宋人佐证。近人王国维在考释“秦公 ”铭文“ 囿

四方”时，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说：“‘ 囿四方’当是‘造有四方’。余意《诗·皇矣》《无竞》(按，当作《执竞》)‘奄

有四方’之‘奄’，殆此字之讹，盖形相近也。”􀃊􀁍􀁒此论一出，被学界所广泛接受，《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者即将

“秦公 ”的“ ”字读作“造”，􀃊􀁍􀁓将“盄龢钟”(此书定此钟名为“秦公镈”)的“ ”字则读作“肇”(此处与王氏略

异，但王氏考释未涉及“盄龢钟”，不好比较)，《汉语大字典》也将此字形置于“竈”字下。就字形而言，《汉语

大字典》将其置于“竈”字下没有问题，但将“盄龢钟”“秦公 ”的 字读作“造”或“肇”，􀃊􀁍􀁔则需重新考虑。今

谓“ ”与“造”同音，二字通用，王念孙《广雅疏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已发，音韵和用例上都没有问题，

但并不适用解释“盄龢钟”和“秦公 ”的“ 有下国”“ 囿四方”。我们在先秦文献中多见“奄有”连用，见

上文所引，未见有“造有”连用者。“造有”连用的较早例证见于后汉安玄所译《法镜经》卷 1：“以造有知识，为

复欲多作，以造有怨仇，都以欲为恶。”此后，代有用例，西晋竺法护所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卷 4：“二事俱造

有，顺世而随入。”魏收《魏书》卷 36《李顺列传》：“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区夏。”将中古以降的用例来证明上

古，恐不合适。

闻一多说：“不知四方非可造者，藉曰可能，亦惟天神能之。在天之皇祖必无造四方之理，且铭文此四句本

皆属秦公言，秦公尤不能造有四方也(‘造有四方’之语，本嫌不辞，故郭氏改释为‘造佑四方’，然其蔽亦坐误认

此句主格为皇祖，故失与王同)。余意‘ 囿四方’宋人读为‘奄有四方’，词意顺适，实不可易。《秦公钟》‘畯疐在

位，高弘有庆，匍有四方’之语，与 文全同，惟变 为匍，盖因 读为奄，匍读为抚，奄抚一义，(《诗·韩奕》传：

‘奄，抚也。’)故字得互易耳。”􀃊􀁍􀁕罗君惕于“吴人石”的“勿 ”下说：“ ，旧释奄，或释掩，郑业斅释弇，云‘古通揜’。

郭沫若云：‘ 字，《郘钟》“其 四堵”，假为簉，此殆假为牿。’盖以孙诒让于《郘钟》‘其 四堵’读 为簉，王国

维于《秦公 》‘ 有四方’读 为造也。余以为在《郘钟》可读作簉，在《盄龢钟》《秦公 》十碣则应读作奄。

奄，覆也，又盖也。勿奄者，勿有盖之也。”􀃊􀁍􀁖

我们认为，闻、罗二家的说法是对的。释 为“奄”的唯一不足是字形不似，王国维说，“奄”是 字之讹。

既然如此，我们也可反过来说， 是“奄”字之讹。“竈”在金文中上部有从穴者，有从宀者，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奄”的上部“大”字或作 (师 鼎)、 (郭大夫甑)，将上部的左右两笔拉长，则与“穴”字头和“宀”字相近(讹为

宀字者，其下部的左右两笔与“黾”字上部合在一起)。一撇一捺相连的结构( )，演变成部首穴或宀者，汉字

演变史上不乏先例。如“弇”字，中山王鼎作 ，《说文》古文作 ，很明显，古文弇字的穴字头是 字上部的一撇

一捺构件演变而来的(《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将 字置于“奄”字下，云“出《尚书》”，􀃊􀁍􀁗是将 作为“奄”的假借字

看待的，其本字应该是“弇”，否则形体上说不过去)。下部的“申”字，金文或作 (申簋盖)，由于文字书写讲究

对称，或将 字中间的两个横笔写成对称形，则成 ，再在 上加饰笔，则为 ，遂与 字相近。将演变了的

“奄”字的上部(穴字头)与下部( )合在一起，就是 字。这种解释的缺陷是 、 二形在金文中未曾发现，但

作为字形分析的中间环节，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纵使“申”字的字形分析不能成立，但如果王国维所说的“奄”

是 字之讹的说法能够成立，则 是“奄”字之讹也可以成立。闻一多在《释 》一文中讨论了 变为 的过

程，从而从形体上证明“黾”变为“申”，“ ”变为“奄”。但 是篆体，用后世的篆体来比附金文字形，不妥。甲

金文的“申”字不作 。

应该指出，据文例或文意考释古文字，必须与字形相结合，如果没有形体依据，仅据文意，则所考释大多靠

不住。宋人的金文考释为我们留下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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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厥”字

《考古图》“秦铭勋钟”：“保业 秦。”(第 134页)所附《释文》作“保业故秦”，释 字为“故”。薛氏据铭文将此

钟名为“盄龢钟”，释文仍吕氏之旧(第 113页)。按，下文还有“ 名曰 邦”之句，吕氏、薛氏仍释 为“故”，保持

了前后释文的一致性。但“故”字从不作 形，其偏旁攴也不作 形，据吕氏《考古图释文》慕部“故”字作 ，云：

“寅簋(冀骋按，应是盨字，吕氏误)。”但所附拓片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而薛氏《法帖》附有摹本，字迹清晰，正作

(第 300页)，与吕氏《释文》所附大体相同。其右旁作“支”，纵使只写“故”字的右边以代“故”字，也不会写成

。吕氏之所以有此释，是依据上下文义。故者，旧也。故秦即旧秦，早先之秦。下句的“ 名曰 邦”前有“执

事作盄龢(钟)”，吕氏认为“ ”字是总结上文之词，故释为“故”。

由于只关注文义，没有注意字形的相似性，故宋代有些学者并不采用吕氏的考释。翟耆年《籀史》释此两

个 字为“乃”。􀃊􀁍􀁘“乃”字金文有作 (彔伯簋)、 (克鼎)者(见《金文编》)，其形与 略似。而“乃”或训“其”，“保业

乃秦”“乃名曰”，于义通适，但翟氏没有说明考释的依据，缺乏论证。此释被孙诒让采纳，并加以补证阐发。其

所著《古籀拾遗》云：“‘保业 秦’， ，薛从吕释为故，翟释为乃，下‘ 名曰’ 字翟亦释为乃。案，翟释是也。窖

磬(见本书)‘乃名曰’，乃正作 ，楚公钟(亦见阮《款识》)亦有‘乃名曰’之文(阮释乃为故，误与薛同。详中卷)，名
即铭字(详阮《款识》楚公钟释文)，后人作铭，前有叙者，铭首必缀 ‘铭曰’云云，其例盖昉于此，亦言金石例者

所当知也。”(第 2页)冀骋按，释 为故，没有字形依据，释 为乃，字形依据也不足。 与 略相似，但并不相

同，二者不是一字。释乃虽然略胜于释故，但由于字形的隔阂，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刘心源始将 释为氒，戮父鼎：“用作氒宝 彝。”“氒”字原拓文作 ，刘氏说：“ ，自宋人释乃释及，至今相

承，余向亦沿讹。考《说文古籀补》‘乃’下引邾公钟 字云：江声《古文尚书》从《汗简》改厥为 (《汗简》氏部 下

注云，厥，出《尚书》)，许氏说氒读若厥，疑壁经‘乃’字本作 ，人读厥遂改作厥。今彝器无厥字。心源案，‘厥’

‘乃’二字，彝器中娄见，后人不能辨，概认作‘乃’，非汉人改‘乃’为‘厥’也。《说文》‘乃’作乃(亦篆作 )，云：‘曳

词之难也，象气之出难。 ，古文乃(多一曲笔)。’又部：‘及’，古文作 、 (与乃近，故钟鼎家谓乃、及同字)。氏

部： ，木本。从氏大于末。读若厥。……经传‘厥’字作‘其’字解者乃借字(厥，《说文》云：发石也)，古文用氒

亦借字(即橜，亦作橛，吾楚船户泊船下桩谓之打橛，即木本大于末者也)。器刻‘氏’字作 (克鼎‘尹氏’)、
(夨人盘‘师氏’)，‘氒’字作 (见上)，故许云氒从氏。陈侯因 ：‘答扬 德’，多父盘：‘ 事利于辟王(或释

丂，非)’，邾公 钟：‘ 吉金’，姑冯句鑃：‘ 吉金’，静 ：‘洎小臣洎 仆’(余向释作人，非)， 及此鼎之 ，

莫不从氏是氒字也(即厥)。古刻厥( )乃( )二字文义皆通，惟篆形不可掍(氏象岸堆落堕形，故从 ，氒字从此，

象折木衺锐形， 一笔左右曲之，象出气之难)，今略举二字同出一铭者证之。牧 云：‘ 绍庶有嵒。’(旧释及)
又云：‘伺匍 辠召故。’(旧释九)又云：‘先王作明刑用于 绍庶有嵒。’又云：‘ 申政事。’又云：‘今余惟緟

命。’二‘厥’三‘乃’不同。……互斠篆形，岂得概认作‘乃’？向见赵明诚《古器物铭》释楚公钟‘ (反 字)名曰’

为‘故铭曰’(寅簋释文本此)，近人释《复齐钟鼎款识》楚公鼎本之，又引盄龢钟为证，不知盄龢钟云‘ 名曰’仍

是‘厥铭曰’，犹今碑文用‘其词曰’也(厥者，其也)。薛承赵讹，所当纠正而反引之何欤？赵之释‘故’于篆法无

稽，亦不过望文生义，所谓想当然耳。 云‘ 作 ’，亦是厥字。近人 ‘作厥’二字语未毕，释 为 ，谓是

妣省。不知古人言简意赅，此即歇后语，盖就器名言之，乃是‘作厥 ’也。史 彝云‘作宝’(器文止此二字，盖

文为‘史 作’三字)，又鼎文云‘作孟姬’，亦是此意，何劳释 为妣， 求通乎(作 ，语亦未毕)？”􀃊􀁍􀁙
冀骋按，刘心源从字形、文义、用例三个角度论证了 是氒(通厥)字，不是乃字，也不是及字，更不是故字，

··85



语言文字学 2024.12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纠正了千年来的错误，甚有功于学林，故据文义考字必须紧密关注字形和用例。

三、形音结合、形音义结合以考字

字的构件有义也有音，若只注意形义结合，而不注意形音结合，则三者失其一，故形音结合以考字也是一

种重要的方法。宋代的金文研究者已开始注意到字音在文字考释中的作用，并加以运用。

20.“诸”字

杨南仲考释晋姜鼎的“ ”字说：“ (诸)，鲁字古作 (冀骋按，即《说文》‘者’字声符，许慎认为是古文旅

字)，即旅字。古文旅作 ，而 ，者字，用 为声。盖古文鲁旅 二字通用，故疑 为诸。”杨氏以“ ”字的偏旁

“鲁”与“旅”同音，而“者”以古文“旅”字为声符，故推论“ ”即“诸”字。这应是古文字考释中形音结合法的较

早运用。冀骋按，《考古图》的拓本此字作 (第 9页)，字形不太清晰，但左旁的“言”字依稀可辨。薛氏《法帖》

摹本作 (第 192页)，字迹清晰，从言从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摹本作 ，􀃊􀁍􀁚左边是否从言，可以讨论，但右边

从鲁，则应没有问题。今人编《殷周金文集成》第 2册所收晋姜鼎摹本作 (第 1496页)，没有言字旁，与宋人摹

本不同，不知依据谁家摹本。孙诒让《古籀拾遗》云：“案， 字明确无疑，然字书所无，杨读为诸，以声类求之，

近是。”(第 10页)看来《殷周金文集成》并没有采纳孙氏的意见，连摹本也与诸家不同。但隶定为“鲁”，“鲁覃京

师”，文意也有不通。若释为“诸”，上下文意也不通适。从字形而言，若是“ ”字，释为“诸”，未尝不可。至于

文意不通，或许另有管钥，今不得而知。由于难以通于文意，故杨氏的考释，不能成为的论。

我们认为，形音结合，是在形义结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考察元素，使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形音结合

离不开义，形音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形音义相结合。但宋人并没有提出形义结合、形音结合以考字的方法。

这种方法，清人才正式提出来。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说：“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提出

音义互求，但未提出形的因素。段玉裁始提出形的因素，他在《说文解字注》“一”字下说：“俾形声相表里，因端

推究，于古形、古音、古义可互求焉。”这就是著名的形音义“三者互相求”。在此基础上，加上时间的因素，变成

“六者互相求”，段氏《广雅疏证序》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

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

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他将文字的考释方法，归结为由形推知音，由音考得义。形为基础，

音为载体，义为归宿。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加上制度文物的因素，使文字的考释有了人文环境的参照。他说：

“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

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

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清代学者用古音知识考释古文字，大多只注意韵部的通转，而较少注意声母，如：

21.“ ”字

盄龢钟(《集成》称秦公镈)：“ 文武，镇静不廷。”“ ”薛尚功释为“彬彬”，翟耆年《籀史》释为 ，云：“《玉

篇》作‘ ’，疑盍合通用，乌合反，跛也。又胡甲反。”􀃊􀁎􀁒“跛跛文武”于义甚乖，文献中没有用“跛跛”形容文武的，

故此说非是。翟氏凭盍合通用而读 为 ，既未论及声母，也未论及韵部，只论及两个声符的通用。用现代古

音学的知识来看，声符盍合古音同部，声母亦皆在匣母。翟氏是歪打正着。尽管如此，但于义不合，不能令人

信从。

孙诒让《古籀拾遗》说：“窃疑此字当从葢省声，即《说文》 字之异文，葢声曷声古音同部。”(第 3页)冀骋

按，孙氏只论及韵部相同，而不及声母。葢，古音见母，曷，古音匣母，二者有隔。尽管韵母有月叶之别，但黄侃

先生有闭口唇音分六部说，唇音六部正好与收舌六部相配，其主要元音相同，故月叶相通没有问题。盍与曷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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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匣母，与其说葢省声，不如说盍声。孙氏之所以说 从葢省声，是因为 读居月切，在见母。为了使 与

双声，故云葢省声。故孙氏的解释还是考虑了声母因素。但他局于 字的偏旁“走”，故云 为 之异文，而没

有考虑从曷声的其他字。《说文》：“ ，趌 ，怒走也。” 是联绵词趌 的一个音节，纵使 可以单用，但也是怒

走之义，修饰“文武”不太合适。我们认为，如果不局限于 的偏旁“走”，在从曷声的所有字中考察， 应是朅

或偈的借字，而朅偈同源。《诗·硕人》：“庶士有朅。”“有朅”之“有”为形容词词头，故毛传云：“朅，武壮皃。”《伯

兮》：“伯兮朅兮。”毛传：“朅，武貌。”至于“偈”，《玉篇》：“偈，武貌。”《广韵》：“偈，武也。”《太玄· 》：“其人晖且

偈。”司马光《集注》引小宋曰：“偈，武勇也。”《庄子·天道》：“又何偈偈乎揭仁义。”陆德明《释文》：“用力之貌。”

“用力”为武勇的表现形式，义亦相成。

又，郭沫若释此字为 ，云：“( 字)余意当是 字。《方言》五：‘ ，桮也。秦晋之郊谓之 。’郭璞音雅，云

‘所谓伯 者也’，《广雅·释器》亦云：‘ ，杯也。’王念孙《疏证》言‘《太平御览》引《典论》云：“刘表诸子好酒，造

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雅与 通’。此 字当从皿 声， 则从走去声。去声与足声同鱼部

也。 者当假为祛祛，《鲁颂·駉》‘以车祛祛’，毛传云：‘强健也。’”􀃊􀁎􀁓冀骋按，郭氏释 为 ，是为了解释从皿

的合理性，即皿是形旁，进而将 看做声符，从而读 为祛，以达到释 为强健的目的。郭氏以“去声与足声

同鱼部”而将“ ”“ ”二字等同起来，实际上“足”与“去”虽则可解释为鱼屋旁对转，但二字声母相隔甚远，

“足”读精母，“去”读溪母，二者相通有一定困难，仅一句“同鱼部”不能令人信从。既然将 分析为从皿 声，

与祛皆从去声，自可相通，无烦借 字作为中介而通之。郭氏之所以如此，殆 字《玉篇》读相活切，在心母，

与祛在溪母，声母相隔，殊不知去声与足声也声母相隔。今谓 为迭音词，迭音词主音不主形，郭氏析此字

为 声而与“祛”通，可备一说，但仅用“去声与足声同鱼部”来解释则有不当。

22.“達(达)”字
父鼎有 字(字形据阮元摹本，《集成》拓本作 ，字的构件相同)，王厚之《钟鼎款识》释为“遣”，阮元释作

“远”，均与字形不合。孙诒让《古籀拾遗》则释为“達(达)”，他说：“此字从辵从舌从羊，与‘遣’‘远’二字形声并

远。此当为‘達’字。《说文》：‘達，从辵羍声。’‘羍，从羊，大声。’此从舌声，古音舌、大同部(舌声大声，段玉裁

《六书音均表》同在脂微齐皆灰部，王念孙二十一部，《古音表》同在祭部。《仪礼·既夕记》：‘设依撻焉。’今文挞

为铦，《释文》：‘铦音息廉反。’即从金舌声之铦，与刘昌宗音括，以为銽字者异)，故此变大为舌也。達者，撻之

省。《周官·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凡事掌其比觵撻罚之事。’郑注：‘觵撻者，失礼之罚也。’‘无有達女’，盖劳

勉之辞，犹言无以失礼见罚耳。”(第21页)
冀骋按，孙氏的论证有两个问题。第一，舌、大古音同部，没有问题，但声母相隔较远，难以通用。大，古音

读定母，舌，中古音读船母。中古船母是书母的浊音􀃊􀁎􀁔，应该拟ʑ，是与 ɕ相对的浊擦音。中古的擦音不太可能

来自上古的单个塞音，故与定母难以有谐声关系(上古音研究者对那些与塞音有关联的擦音的拟音，常在塞音

前加冠音 s􀃊􀁎􀁕，这说明中古的擦音不太可能来自单个的塞音，而是来自以擦音为冠音、塞音为声干的复辅音，如

sk-、sd-、sp-等)。尽管有个别例外，如膻从亶声，而读书母。但膻是羴的或体，始见于《说文》，时代较晚，算是

特例。故“舌”与“大”的声母上古时期难以相通。第二，铦音息廉反，是将声符“舌”看做“ ”的结果(见《段

注》)。前文既将舌声隶属月部，此处用息廉反之音，则属谈部，前后矛盾。现代学者不强作解人，将此字隶定

为从辵从舌从羊的“ ”，最为谨慎(见《集成》)。
清人用音韵考释古文字时之所以不太注重声母，是因为当时的古声母研究成果有限，所以有“叠韵易晓，

双声难知”之说。纵使是音韵学大家段玉裁，其主要成就也只在韵部研究方面，而声母研究则乏善可陈。《段

注》中谈双声，有不少是错的。如“鈙，持也。双声”􀃊􀁎􀁖(鈙字下，第126页)，“卜，灼双声”(卜字下，第127页)，“躳与

襩双声”(襩字下，第 390页)。清代古声母研究成就最大者是钱大昕，段氏与钱大昕同时(比钱氏小 7岁)，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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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注》中曾 15次引用钱氏之说，或以说字形，或以说用字，或以说地理，但未引用其音韵学说。经过我

们的考察，段氏说双声时或将舌上音与舌头音看做双声(琱字下，“琱琢同部双声”，第 15页；地字下，“地与敶以

双声为训”，第 682页)，或将轻唇音与重唇音看做双声(蘼字下，“蘼芜双声”，第 25页，曼字下“冒声”，段注“此以

双声为声也”，第 115页)，是采用了钱氏的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之说，还是自己的研究结果，不得而知。尽

管如此，段氏说双声有不少错误，则是可以肯定的。音韵学大家尚且如此，其余的不精于音韵学的古文字研究

者只好避开声母，只说韵部或只说声符，这就是扬长避短。

现代的古文字研究，有不少学者注重形音义三者兼顾，但也有一些年轻(包括个别年长)学者，将汉字看做

图画，用看图识字的方法研究古文字，这是在清人基础上的退步。纵使是注意形义结合、形音结合、形音义结

合研究的学者，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其研究结论犹有可补、可完善者。我们通过对有宋以来文字研究方法

改进的考察，重申古文字研究必须形音义三者兼顾。尽管这是前人说过的老话，但涉及原则问题，老话也许还

应该重说。所谓“年年讲，月月讲”。

我们举些用形音义相结合的方法以考释古文字比较成功的例子。

23.“ ”字

甲骨文有“ ”字，裘锡圭先生认为是“卒”的异体。他通过对甲骨文“衣”字字形的分析，认为甲骨文有两

个“衣”字，一个是一般意义的“衣”(裘先生称为“衣 a”)，一个是字形上带有尾巴的“衣”(裘先生称为“衣 b”)，认为

“衣 b”就是“卒”字，而“ ”是“卒”的异体。裘先生在字形分析的基础上，复以词例、义例证明，最后用语音进行

佐证，使此说得以成立。他说：“‘卒’字本从‘衣’形，‘ ’也从‘衣’，当即‘卒’字的异体。‘ ’应该分析为从‘衣’

‘聿’声。‘聿’‘卒’二字，上古音都属物部。‘聿’跟终卒之‘卒’，中古音都属术韵，都是合口三等字，韵母完全相

同。‘聿’是以母(即喻母四等)字，‘卒’是精母字。用以母字谐精母字，在古代也不乏用例。例如：‘酉’字以母

字，‘酒’‘ ’‘逎’(取‘即由切’之音)是精母字，‘亦’是以母字，‘迹’是精母字。【编按，邬可晶指出，‘迹’所从‘亦’

应是‘朿’之讹，此例不妥。】‘匀’是以母字，‘枃’是精母字。‘由’是以母字，以从‘由’声的‘胄’为声旁的‘ ’是

精母字。所以‘卒’的异体以‘聿’为声旁是完全合理的。”􀃊􀁎􀁗冀骋按，这是典型的形音义结合以考字。

24.“ ”字

金文中有 字(简体作 )，方浚益认为下部的 象庙中中央太室之形，故释为“室”(《缀遗斋彝器款识考

释》卷三“宰 室父丁鼎”)；孙诒让“疑当为室”，认为卯 “家室”字作 ，可以互证。(《古籀拾遗》卷一)；郭沫若

认为“当是‘休’之异文”，并认为下部的 象卧榻(《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令 ”)，吴闿生谓“ 字象窗牖形，皆

为光宠之意，金文皆作锡字用”(《吉金文》卷一“公束鼎”)；杨树达认为“似皆作休字用，谓赐予也”(《积微居金文

说》卷三“盂卣再跋”)，系据文义推测，未加论证；马叙伦认为，“ 及 字当为从宀 声之字，于金文当读作庸。

庸者，功也，劳也，引申之，当有赏锡之义矣”；又云：“ 即亚之茂文，家之次初文也。”于省吾释为宁，云“读锡予

之予”；郭沫若又释为宁，“殆读作铸”。􀃊􀁎􀁘

今谓无论 / 的字形作何分析，其在金文中的意义可概括为二：一，休美、赏赐义；二，铸造义。如果某种

解释能将字形、字音、字义统一起来，并能读通金文用例，则其说可信。

一，释为室者。释为室的理由或许因为此字从宀，而宀与宫室有关，且下部所从的 、 似乎与古代的明

堂相似。今按，比较王国维《明堂庙寝考》所附明堂图􀃊􀁎􀁙，可以看出， 、 与明堂的太室之形并不相似，故以此

证 、 为“室”字者，不可信。至于孙诒让所举卯 “家室”之“室”作 ，认为与 形相似，也不可靠。 字原

拓作 ，下部所从实际上是“矢”字。孙氏将矢字的矢栝摹写为一横，故说与 形相似。甲骨文“室”字或作 ，

下部所从为矢，上为矢镞，下为矢栝，矢栝不是一横。 与 并不相似，孙说不可信。

二，释为休者。按，此说没有字形依据。郭沫若以为 象卧榻之形，不可信。应国爯簋：“爯对扬王丕显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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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与 连文，则 绝不是休字。

三，释为宁者。字形上没有依据， 与 并不相似。之所以释为宁，是因为宁即贮。金文中 或用作动

词，所带的宾语为器物， 应是铸造的意义。否则与文意不符。要使 有铸造义，须让 读作铸或造，而

与宁的篆书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并不相近)，故研究者释 为宁。而宁与铸音相近，读作铸，解决了 字带器

物宾语的问题(铸在章母，幽部，宁在澄母，鱼部，据古音照三归端说，则二字声母相近，鱼幽二部古音或可相

通，但既无双声也无叠韵关系的通假，是不可靠的。纵使释为宁，读作铸也很勉强)。这应该是释为宁读作铸

的思路。

至于释为“宁”而读作赐予的“予”，语音上没有问题。“予”读喻四，喻四古音与定母相近，或以为喻四归定，

则与读澄母(古音归定)的“宁”双声，而“予”“宁”古音皆在鱼部，所以二字相通语音上没有问题。但释为“宁”读

作“予”虽可解决铭文中的“赏赐”义问题，但用作地名、国名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殷周时期的地名、国名未见

有用“予”者。通于此而不能通于彼，不能验之他卷而通，也不可信。

我们认为，要解决 的释读问题，首先要解决部件 ( )的释读问题。 的造字理据没有解决，所有的推

测都没有依据。

陈剑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答案。他说：“甲骨金文‘ ’字系‘琮’字的表意初文；其简体‘ ’添加

意符‘玉’，即成金文‘ ’字，‘ ’即‘琮’之古字。‘ ’及其简体‘ ’在殷墟甲骨文、殷代金文和周初文王玉环

中用为地名、人名和国族名，即古书中的‘崇’，地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 ’及其简体‘ ’为声符的‘ ’‘ ’

‘ ’‘ ’和‘ ’等字，在殷代和西周金文中或用为‘宠’，或用为‘造’。‘ ’字在战国楚简中的变体和省体，在

郭店和上博简《缁衣》中读为‘从容’之‘从’；在上博简《周易》中与‘簪’‘宗’等字相通；在新蔡简中义为‘速’，读

为‘ ’，殷墟甲骨文里同样用为副词的‘ ’字可能也读为‘ ’，义为‘速’。”他又说：“观察‘ / ’符在古文字

资料中所代表的读音，其声母多为齿音，韵部则分布在冬、侵、幽、东几部。”􀃊􀁎􀁚

今谓陈氏所论甚是。陈氏以流传在世的“琮”形讨论“ ”的字形，认为“‘ ’是对玉琮俯视之形的勾勒，或

者说是对玉琮横截面形状的勾勒”(第 314页)，由此决定了“ ”字的中间方形(早先是圆形，后来由于书写的方

便才变成方形)和四边(上下左右四横画)与“玉琮”在形状上的联系。此外，还解释了连接方形和四边线条的来

源。陈剑说：“在玉琮上，要看到一组完整的兽面纹，需要从四方的对角线来观察。由此可以设想，造字时人在

表现玉琮射孔之外的部分时，注意到了从四方的对角线观察的习惯，是从方形的对角线出发来勾勒的。”(第
314-315页)陈氏将这种勾勒的过程图示如下：

他解释说：“(1)即玉琮的俯视形或横截面之形，(2)画出对角线，(3)是方形、对角线加中间的小射孔形，由

(3)到(4)而作甲骨文之形(5)，当是出于书写上的变化，把上下左右四个本来相连的近似三角之形分解开分别书

写了。不过，最关键的由(3)变到(4)的设想，目前并没有字形上的证据，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第315页)
冀骋按，这是用实物的形制来考释古文字，所谓以形考字。以形考字的最大缺点是有可能滑入看图识字

的泥坑。陈氏为了避免这种失误，首先确定“ ”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用法及其所表达的意义。他认为“ ”字

在殷代的甲骨文金文中表示地名、国名时，即古书中的“崇”。“崇”字古音为崇母冬部，“琮”古音在从母冬部(如
果冬部尚未分出，则皆在侵部)，二字迭韵。尽管声母有“崇”“从”之别，但古音照二归精，则从母与崇母同，故

二字古音相同。如果“ ”不是“琮”的古字，则不能用作“崇”。

金文还用“ ”为“宠”，为光宠之义。陈氏举《诗经》“何天之龙”及古书用例为证，《诗经》此处的“龙”郑玄

读作“宠”，是“荣名”的意思，与“何天之休”的“休”同义。“光宠”就体而言，是名词荣誉、恩宠的意思；就用而言，

是“赏赐”的意思，故“宠”有“赐予”“赏赐”的意思，二义相因。陈氏举金文用例予以证明，可信。

就古音而言，“宠”在透母东部，与“琮”字读从母冬部略有区别，但仍可解释。就声母而论，古音清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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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谐声相通是一条通则，􀃊􀁎􀁛故“琮”字的浊音可以忽略，可看做清音 ts(精母的古音)，故“琮”与“宠”声母的相通是

精母与端、透母的相通。陈氏举例进行了论证(第 286页)。可以补充的是：“剶”读精母，同声符的“猭”“鶨”读

彻母(彻母即古透母)，“ ”“湪”读透母，“鶨”则读定母，由舌尖音精母变为舌头音透、定母。现代方言的文白两

读中有知(古音归端)组字既读 ts又读 t的例证：摘，苏州文读 ，白读 ；温州文读 tsa，白读 tei。知，梅县文读

，白读 ti；潮州文读 ti，白读 tsai。转，厦门文读 tsuan，白读 ；潮州文读 ，白读 。􀃊􀁏􀁒也可证明精与端系

的互谐。就韵部而言，冬部战国时期才从侵部的合口中分出，殷周时期应该还在侵部，与东部应有区别。但韵

尾都是鼻音，只要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就可通谐或通用。上古汉语侵部合口的主要元音应该是 u，如果不是

u，则主要元音与闭口韵尾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就不会发生由侵向冬的演变。我们由这种演变推知侵部合口的

主要元音是 u应该是合理的。如果侵部合口的主要元音为 u，则与东部的主要元音(u或 o，王力、李方桂将侵部

的主要元音拟为 ə，不好解释侵部演变为冬部的问题，还不如高本汉拟为 ʊ，ʊ为后高圆唇元音，ʊm变为 或

，没有问题)相同或相近。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则可相互通借。故知 读作“宠”没有问题。

金文的“ / ”可带器物类宾语，前贤已发，故释为“宁”而读作“铸”。我们认为，纵使释为“宁(贮)”读作

“铸”的说法能成立，解决带器物类宾语问题，读“宁”作“予”也可解决“赐予”义的用例问题，但“宁”不能解释

“光宠”之义，“予”字历史上没有“光宠”类义项。基于此，陈剑提出“ / ”可读作“造”。“造”有从母之读，与

“琮”双声，“造”古音在幽部，“琮”古音在冬部。如果金文用作“造”的时代是战国，则幽冬阴阳对转。如果在殷

周，则“琮”在侵部，侵部(后来演变为冬部的字)的主要元音是u，则与“造”的韵母相近。幽部的主要元音郑张尚

芳拟作 uu，是 u的长元音。王力拟作 əu，əu是单元音的复音化，是后高单元音演变而来，其早期应该是 u或 o，
金理新认为上古汉语幽部的主要元音是 u，􀃊􀁏􀁓与我们的推论相同。如此，幽侵之间也可看做阴阳对转，故读“ ”

为“造”语音上没有问题。

陈剑从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考释了“ ”字，也是形音义相结合考释古文字的典型例证。

总之，古文字研究方法经过了以形考字，以义考字，形义结合考字，以音考字，形音义结合考字的阶段，方

法逐渐缜密，逐渐科学，为现代的古文字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为避免看图识字

研究法提供了保障，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以形考字，还包括以《说文》《石鼓文》《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的文字与甲金文比照以考字，唐兰、高明、黄德宽、程邦雄的

著作皆有论述。参照已识古文字的字形以与未识甲金文比较，从而认出未识字，是古文字考释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只将象形程

度较高的带有图画性质的文字作为以形考字的例证，而未及参照已识字以考未识字之类。

②刘敞《先秦古器记》，见《宋文鉴》第79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此书作者或以为是赵九成，此依容庚《考古图释文述评》认定为吕大临。

④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 续考古图 考古图释文》，第 271-272页，中华书局，1987年。下文引此书，只在文间标出页码，不再

出注，特殊情况除外。

⑤《考古图》卷三“ 敦”吕氏按语云：“宣榭者，盖宣王之庙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 。古射字执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

堂曰射(音谢，后以木)。其堂无室，以便射事，故凡无室者皆谓之榭。”第 43页，中华书局，1987年。冀骋按，为尊重原文，所引器名

仍吕氏之旧，未据今人的释读改正。下同。

⑥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只有释文，未附铭文。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第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⑦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第 19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简称《法帖》。下文引此书，只标页码，不再出注。

刘、杨之释见吕书。

⑧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第10-11页，中华书局，1989年。下文引此书，只于文中标明页码，不再出注。

⑨按，62指页码，1指页码所附的第一块龟板。刘鹗《铁云藏龟》第2册，袌残守缺斋所藏，辛未孟夏月蟫隐庐印行。

⑩孙诒让著，程邦雄点校《契文举例 名原》，第15页，中华书局，2016年。下文引此书，只标页码，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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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87年本缺此页，所引“馔”字据“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影印四库全书本，第4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刘钊《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第79-8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第63页亦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第75-76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第397页，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阮元也将“盨”(须)隶定为“簋”。

􀃊􀁋􀁔引自李圃《古文字诂林》第4册，第66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引自李圃《古文字诂林》第3册，第678-67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引自李圃《古文字诂林》第4册，第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孙诒让著，程邦雄点校《契文举例名原》，第229页，中华书局，2016年。

􀃊􀁋􀁘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第40-45页，岳麓书社，2005年。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第60页，朝华出版社，2018年。

􀃊􀁋􀁚见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 27875片，此片左边第三字为 ，从 ，从人。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释为 ，孙海波《甲

骨文编》释为旅。释为 ，忽略了所从的人，原字应隶定为 。字变成了 ，可能是抄写时的讹误。释为旅则是依从旧说，而旧说

可能是错误的。陈剑认为 就是 ， 的部件丮省作人形就是 ，而 是“爯”的表意字。卜辞原文是：“贞，王 ，不遘。”爯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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